
治思想為中心》（引用只註頁碼）1。

該著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基於廣

泛而堅實的文獻史料，努力以寬闊

的人文視野，對當時為民憂國奮起

獻身而志於變法立憲的先賢、尤其

是對學界目前為止關注尚嫌不足的

宋恕之思想進行了頗有深度的挖

掘，並在此基礎上對作為世界文明

之一的儒學在政治體制的作用，以

及對其具有矯正西方舶來物民族主

義的應有功能進行了新的反思。

一　倡以變法改君權專制
的宋恕　　　　

被梁啟超稱為「東甌布衣識絕

倫，梨洲以後一天民」（頁388）的宋

恕，出身在宋明以來注重學以經世、

關心國家政體的浙東地區，是上接

龔自珍、下開甲午以降變法運動的

關鍵人物之一。早在1890年宋恕上

書兩江總督張之洞時，就指出僅注

重器械面、惟工業現代化的洋務運

虛君政治／革命專制？民族
主義／文明共存？
——評楊際開的《清末變法與日本》

● 呂玉新

楊際開：《清末變法與日本──

以宋恕政治思想為中心》（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末變法與日本》從

政治思想史的角度，

對志於變法立憲的先

賢、尤其是對宋恕之

思想進行了頗有深度

的挖掘，並在此基礎

上對儒學在政治體制

的作用，以及對其具

有矯正西方舶來物民

族主義的應有功能進

行了新的反思。

辛亥革命近百年後的201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楊際開著述

的《清末變法與日本──以宋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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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帖括求新，拾唾於格致」，當

時他已看出新世界體系中的中國非

經體制改革難以走得通。宋恕在

1887年已有了「廢時文，改官制，

設議院」的構想（頁117）。1892年，

宋恕以其西學與傳統儒學之功底，

以及對國內外形勢之掌握，向李鴻

章進言變法，並呈交了體現其具體

變法構想的《卑議》（頁134）。

楊氏在此書中向讀者揭示了

1890年代至辛亥革命前夕，宋恕不

但同當時提倡並身體力行變法的諸

多體制內外官僚學人及名士如黃遵

憲、張謇、康有為、梁啟超、李鴻

章、張之洞等有來往，還曾與嚴復

共事，並影響了譚嗣同的變法思

想。宋恕也頻繁接觸在中國的西方

及日本文人，並在1903年往日本訪

學。諸此，宋恕被其學生錢均夫

（錢學森父）譽為：「道德文章時為

海內冠。」（頁3）

除了導論外，楊氏此書由八章

加上結章構成，按順序分別為：

一、「晚清變法思想中的漢學與佛

學」；二、「宋恕變法理論與清末政

治思想」；三、「清末變法與日本因

素」；四、「作為思想典範的日本

觀」；五、「宋恕反理學思想的內在

理路」；六、「宋恕經世思想的清學

背景」；七、「宋恕、梁啟超與章太

炎——《卑議》、《新民說》與《訄書》

之間」；八、「知識與權力在近代中

國的典範轉換——以宋恕與蔡元培

的早期交往為中心」，以及結章：

「清末變法中的宋恕」。從內容、標

題上看，第三、四章與該書主題緊

緊相扣，第二章是對宋恕變法理論

及投身變法運動經由的交代，其他

數章，有的是社會思想背景交代

（第一章），有的是宋恕反理學思想

的剖析（第五章）、在清學背景下的

經世思想探討（第六章），以及討論

宋恕與梁啟超、章太炎以及蔡元培

的思想異同（第七、八章）。

作者另在附錄中列舉了數十項

他認為重要的晚清變法思想史資

料，為的是「向有志於這一領域的

晚生後輩提供一條入路門徑」（頁

458）。其中，除了宋恕、戴震、魏

源、龔自珍、俞樾、章太炎、譚嗣

同、梁啟超、馮桂芬、包世臣、費

密等人的相關著述外，顧準的《希

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

化》、梁漱溟的《中國政治問題研

究》、柳詒徵的《國史要義》、孫中

山的《建國方略》與《三民主義》，以

及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等也羅列

其中，表明了作者對晚清變法思想

迴響之追蹤（頁459-66）。

清末中國的危機，直接外源是

西方的武力衝擊。其衝擊決非舊日

冷兵器時代的蒙古、滿清入侵可

比。面對挾現代化軍機械而來的西

方入侵者，決非簡單地「以夷之器

制夷」可化之，變法志士所看到的

西方熱兵器的產生、先進工業化的

發展，全歸因於彼方的不同文明制

度。西方機器動力之能被發明、科

技之能應用於社會，是由於在意大

利文藝復興的刺激下及宗教改革

後，民眾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經由

重溫古希臘先哲思想，知悉自然界

的法則進而追索人類社會的法則

（natural law），神權、君權被弱化而

民權得到空前強大的基礎上產生

的。歸根結底，西方的科技發展是

民主體制的產物，這也是陳方正以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

現於西方》探索回答李約瑟（Joseph

N e e d h a 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

楊氏在書中揭示了

1890年代至辛亥革命

前夕，宋恕不但同當

時提倡並身體力行變

法的諸多體制內外官

僚學人及名士如黃遵

憲、康有為、李鴻章

等有來往，還影響了

譚嗣同的變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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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現的為甚麼現代科技不是首先

在中國出現之問題2。軍械、機器

製造可以引進、模仿，現代化武器

裝備的軍隊不難建立，李鴻章又何

嘗沒有付諸實踐？1895年的甲午戰

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素被中國

王公權臣視作東亞小國的日本竟勝

中俄，讓變法志士看到了清末危機

的真正本質——君權專制的體制弊

病。

宋恕的前瞻之處，是在1892年

向李鴻章上書時業已展現了非改革

體制無法脫出危機的洞見：變法先

要變體制，在君權專制政體中人民

困於從下到上的等級關係、政府以

八股文取吏、國家管理則是基於三

綱五常道德的空洞說教（黃仁宇在

《萬曆十五年》中也有具體分析3）。

宋恕「近者東方之君患國之因循，

令易西服，以習新學，而千年積重

一旦頓移，率能揚聲於西，稱雄於

東」4之主張，希望以移風易俗為開

端來培養、樹立公民的平等民主思

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有相

當的前瞻性的。

二　儒家思想與虛君體制，
　 轉向種族的華夷之辨

肯定虛君周王朝的封建體制，

是先秦時代儒家贊同的社會契約，

也是孔子畢生為之奮鬥的重要政治

主張。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論語．顏淵》）明明是

對齊景公說，要他守儒家禮樂、尊

虛君周王，不亂君臣名分，維持世

界和平（對當時人所知政治地理之

極而言）；但秦漢以降，經董仲舒、

程朱等人的詮釋，儒學反倒為君主

專制輿論背書，虛君天子功能轉

化為法家所求的權力頂點；雖然

那些儒者在主觀上有限制君權的要

求5。宋朝的士大夫普遍有君臣共

治國家的認識，不過都是在君權專

制下的體制框架內說事。春秋戰國

時代的孔子已看到封建禮樂秩序一

旦崩壞，皇權集政（世俗行政最高權

力）、教（天命天子）權力於一身，社

會則走向戰亂，霸者成王的暴力革

命會帶來無止境的惡性循環，故窮

盡畢生精力以挽狂瀾。這種惡性循

環，如王夫之1656年所作《黃書》中

述：「迄於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

固天下於攬握，顧盼驚猜，恐強有

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6

君權專制體制給以後中國所帶來的

弊端，連十八世紀相當有現代極端

民族主義色彩的日本國學者本居宣

長都認為那是中國絕對劣於日本的

一個證據7。

然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時

期儒家政治思想傳統並未泯滅。經

過宋明兩代儒學永嘉學派的講事

功，浙東學派的溫古（文）學、重經

世的思想探索，先秦儒家思想在明

末社會大動亂中被重視社會體制之

根本的黃宗羲、朱舜水、顧炎武等

發掘出，並東傳影響到德川日本意

識形態重建（如水戶學創始人之一

的朱舜水要在日本行孔子未竟之

道，復禮教，倡三代之治，讚虛君

體制，倡古學，主張學以經世致

用8），這是繼孔子之後反思如何跳

出近二千年暴力革命不斷的君權專

制體制的儒家新思維，與十字軍東

征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學

者從阿拉伯文翻譯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著述，溫古以啟今，

宋恕的前瞻之處，是

在1892年向李鴻章上

書時業已展現了非改

革體制無法脫出危機

的洞見：變法先要變

體制，在君權專制政

體中人民困於從下到

上的等級關係。他希

望以移風易俗為開端

來培養、樹立公民的

平等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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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走上否定世俗政體中的絕對教

權和皇權之路，可謂重新探索文明

社會契約的異地同曲9。

當清末中國再次碰到社會大危

機時，先賢的學統又在江浙學人的

記憶中喚起。黃遵憲發現反秦制的

孔子所倡議的政治體制存在於儒家

風氣深厚的日本，遂將德川日本的

虛君政治體制、日本民眾聯名上

書，環闕陳述，並把請開國會而伸

民權之實況bk，以及朱舜水在日本

的尊君思想對實現明治維新之影響

介紹給了中國民眾bl，影響了諸多

體制內外志向變法的人士。黃遵憲

自己本身還同當時積極主張變法的

人士如宋恕、譚嗣同、康有為、梁

啟超等有緊密接觸。

德川日本將軍幕府是在江戶成

立的封建體制政權，將在京都的天

皇作為禮樂政治秩序頂端的象徵。

其下轄全國250餘藩，各藩有獨立

的行政與軍隊，幕府和各藩日常執

政，都由數人構成的「老中」集團處

理。能夠避開全國內戰軍閥割據、

建立新型中央政府的明治維新之實

現，也與此政治體制有關。彼時的

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是水戶學創始

人藩主德川光 之後裔。當幕府最

終難以統合全國勢力共同回應西方

兵臨城下的危機時，德川慶喜秉

承T光 尊王敬幕、槍永不對虛君

天皇之家訓bm，為避免國家內戰分

裂，力排眾議，拱手交出政權給天

皇朝廷，孤身隱居不再問朝政，留

下群龍無首的幕僚及支持幕府的諸

藩，最後終使日本得以較順利地完

成現代轉型，全國得以齊力面對史

無前例的挑戰。

不過，末代將軍大政奉還後的

明治維新，實行的是政、教最高權

力集皇權一身的君主立憲制bn──

比當時德國的憲政模式更專制。這

是因為實行虛君體制稍早於英國的

日本，其社會文明基礎大異於英

國。德川幕府以朱子理學為官學，

強調士、農、工商四個階級等級，

社會相對缺少流動（雖有不多的養

子入繼，但不同中國自秦以來無世

襲等級），所以也未出現像英國、

法國那種信仰新教（超世俗最高權

力）、權利逐漸得到伸張的大批居

於城鎮的自由市民群體。此外，武

士內部嚴格的等級制限制了有能力

者在體制內的活動能力（雖有不多

的、需經上級批准的養子慣例），

下級武士諸如會澤正志齋（《新論》

的作者）、吉田松蔭、伊藤博文等

都可為例。所以一旦大敵當前、須

集全國所有資源共同應對時，危機

就顯現了出來。當下級武士成為明

治政府首腦，就會借年幼天子行

令，並將軍隊的統轄權排除在政府

之外，直接賦予天皇bo。不受政府

駕馭的軍隊在明治元老們去世後，

炸死張作霖、入侵滿洲、刺殺內閣

總理、干涉行政，率引日本舉國走

向法西斯均與此有關；而人有等

級、種族有優劣的思想又延伸到了

現代，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背書。

日本的經驗在甲午戰爭後更受

到清末變法人士的重視。如1898年

的戊戌變法主要就是師法日本，光

緒還被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說

服，在戊戌政變前召見來北京的伊

藤博文，以聽取日本維新經驗，獲

取建議。中日歷史上同在儒學文明

圈，何以日本能成功實現向現代轉

型？對自認為泱怏大國的中國體制

內外知識人而言，師法日本，有反

省與借鑒之用；而且日本離中國大

大政奉還後的明治維

新，實行的是政、教

最高權力集皇權一身

的君主立憲制──比

當時德國的憲政模式

更專制。當下級武士

成為明治政府首腦，

就會借年幼天子行

令，並將軍隊的統轄

權排除在政府之外，

直接賦予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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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僅隔海之遙，書面語使用大量漢

字，易於溝通，加上當時日本社會

中也有要將日本經驗傳予中國，以

東亞共同體概念抵抗西方入侵的人

士。這種現象，與明末包括鄭成功

在內的志士以及南明政權派人到日

本乞師抗擊滿清之動機近似；雖

然，當時國人還未認識到德川晚期

的日本社會風氣已由初期以文明辨

華夷的儒家文明大同觀逆轉為以國

家、種族辨優劣的地域民族主義，

並為二十世紀前期日本極端民族主

義的滋生奠定了基石。

宋恕宣揚先秦儒學、力倡三代

之治、批判千年儒學學統為「陽儒

陰法」，是從傳統文化的歷史功用

上對秦漢以來體制的根本反思bp。

楊氏指出，宋恕曾說「中國三代以

降，邪黨與正黨戰，恆以秦漢禮法

為貓犬，使正黨軍見之不敢施矢，

遂以破滅正黨」，還視取消傳統宰

相制、將政府所有大權一手抓的明

太祖朱元璋為魔鬼：「即就朱明一代

觀之，如方正學（孝孺）、周吏部

（順昌）輩，其勇豈不無上，惜其以

十分之勇為魔幹城，不為聖禦侮

也。此則諸君子認魔作父之誤也。」

（頁81）宋恕此番斥責，與十二世紀

日本歷史上首次誕生、與京都朝廷

分而治之的鐮倉幕府將軍源賴朝斥

當時天皇為時時作亂的「天狗」如出

一轍。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東亞地區

政治體制之發展，此時呈現出由同

質分化至於努力歸一之趨向。

黃宗羲、朱舜水以及宋恕所言

之三代，主要於體制而言。三代是

封建體制，其雖遠不如今日人人有

政治選舉權、偏向於多數人利益的

民主體制，但相對於一人為上、萬

人為下的君權專制體制（楊氏將君

主集政、教最高權力於一身稱為

「權原」、「法原」bq），明顯地符合較

多數人的利益，是現代民主體制的

先聲，且周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之

朝代本身也說明了這一點。

提倡三代，是從體制上對秦漢

以來的皇權專制的否定：於封建時

代而言，一方面，是諸侯分權，貴

族集團制約T皇權；另一方面，在

尊虛君的政治道德秩序下，各地方

諸侯互相制約，同時諸侯不但受到

下層武士（騎士）的制約，還須對他

們的經濟來源——本地納稅人盡心

負責，不似中央選拔任命到地方的

官員，唯上（重私利）輕下（無罷免

權），這也是為何強大的秦帝國被

星火燃起的農民起義迅速打垮之原

因。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在西方的

衝擊下，世界瀰漫T社會達爾文主

義、帝國主義侵略的現狀中，為避

免國破家亡，否定在對外關係上甚

至「寧贈外邦，不予家奴」（慈禧語）

的專制皇權，要通過非暴力革命之

變法手段，建虛君立憲政體，並逐

步完善公民民主的體制。這應是宋

恕提出的「中國欲步武泰西，必先

復三代，由三代然後進入泰西」（頁

149）主張之真意。

楊氏在此書中論證了中日思想

源的互動，其中對戴震、黃遵憲、

俞樾、章炳麟、章太炎、譚獻等，

以及在朱舜水影響下日本產生的古

學派創始人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

無不一一娓娓道來，涉獵之廣，有

助於此研究的觀點平衡。楊氏還通

過梳理論證，認為離滬去京後完全

被動地捲入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

殺慈禧計劃的譚嗣同（頁96）的《仁

學》，是同宋恕頻繁交往後所作，並

受到宋恕相當影響，這從譚嗣同讚

宋恕批判千年儒學學

統為「陽儒陰法」，是

從傳統文化的歷史功

用上對秦漢以來體制

的根本反思。其斥責

與源賴朝斥當時天皇

為時時作亂的「天狗」

如出一轍。儒家思想

影響下的東亞地區政

治體制之發展，呈現

出由同質分化至於努

力歸一之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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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恕《卑議》的「兀者中分通國士，

卑之猶可後王師」詞句中也可看出

（頁44）。所以，我們也看到譚嗣同

對君權專制體制及儒學的反思br：

三代以上，人與天親。自君權日

盛，民權日衰，遂乃絕地通天，惟

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儼然

一天，而天子亦遂挾一天以制天

下。天下具卑，天子孤立，當時之

強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則

仍如故也。孔子憂之，於是乎作

《春秋》。《春秋》稱天而治者也，故

自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

立為素王。

在參照其他學人的研究成果後（朱維

錚說「原議並非出自康有為」，頁

95），楊氏通過自己對譚嗣同思想

的深入剖析，指出把譚嗣同納入

「康黨」的思路，並不符合譚嗣同學

與行的真實面貌，這正是此書中正

確再現宋恕、譚嗣同等變法志士思

想的一個亮點。

清末的變法運動，一直到甲午

戰爭清朝政府受日本重創後，才轟

轟烈烈地展開，許多省市都成立了

相應的政治組織，海外的華僑也盡

了極大的努力，從經濟和輿論上支

持變法。問題是，要樹哪一種體

制？是皇室力倡的「開明」專制皇

權，還是君主立憲制（虛君政體或

君主專權虛權議會），抑或是推翻

滿族清朝政權建立大總統集權共

和？對比參考英、德、日三國體

制，當時的社會主流、各省的民眾

都期望實現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體

制，以避免國家分裂、人民疾苦、

太平天國式徹底毀壞社會秩序的暴

力革命再現。儘管如此，受形勢所

迫的皇室表面答應，實際卻虛與委

蛇，不但毫無實際行動，甚至組成

了一個排除漢人的皇族內閣。

清皇室在如此前所未有的內外

困境下，仍視政權為一家私物，其

倒行逆施，終遭全國人民唾棄；而

支撐政體諸官吏，又多盡心中飽私

囊以為退路。起於武昌的突發性小

兵變事件，經全國主要省市的立憲

派努力bs，推翻了清朝，也成了其

後造成大半個世紀社會劇烈動蕩的

暴力革命開端。事後清皇室無論怎

麼後悔，也無法挽回被它自己踢走

的實行非暴力君主立憲制的機會；

不但丟失了皇權，也給社稷帶來巨

大動亂。這也印證了專制既得利益

者絕無可能自行放棄其私家集團的

利益，民眾唯有提高公民意識去爭

取其應得的民主權利。

三　文明「豈以地哉」，
　　「莫將國粹攻歐化」

基於傳統儒家的文化大同思

想，楊氏通過對宋恕、譚嗣同的思

想分析，質疑現今世界在西方意境

下的民族國家主義情結是本書的另

一個亮點（如頁29、83-97、146等）。

楊氏指出，「年輕一代留日學生的

反滿情緒與日本朝野的民族主義情

緒是合拍的，而宋恕對此表示憂

慮。因為民族主義的『互動』只能離

東亞世界的文化同一性漸去漸遠。

因此，宋恕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日

本的國粹論者：『莫將國粹攻歐

化，正論端須合力持。』這表示了

他對普世價值的認同。」（頁231）。

1992年，為冷戰結束喝采的福

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西方依

楊氏通過對譚嗣同思

想的深入剖析，指出

把譚嗣同納入「康黨」

的思路，並不符合譚

嗣同學與行的真實面

貌，這正是此書中正

確再現宋恕、譚嗣同

等變法志士思想的一

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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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現代自然科學法構造歷史發展方

向之努力獲得部分成功，同時認為

冷戰歷史形態終結後由西方馴服的

民族主義將以其他形式繼續存在，

並擔心共產主義滅亡後極端民族主

義和宗教會捲土重來bt。福山的擔

心並非空穴來風，歐洲宗教改革以

來至法國大革命，民族主義作為一

種新的意識形態走到高峰，並隨T

西方侵略外延，其影響已深深波及

到現今的世界文明。它與歷史上東

亞地區共識的、儒家傳統上以文明

辨華夷所倡完全相反，在與其他民

族交往時，呈現出處處以己方民族

利益為重的沙文利己主義，因此近

代史上以種族辨優劣的社會達爾文

主義自然也能與其一拍即合，就連

康有為憧憬的社會大同思想也受到

了這種「物競天擇」觀念的影響ck。

日本古時從蓆子生活習俗所帶

來的宮廷及日常禮儀cl、拜神及見

上層人物時採周禮振祭中拍手以示

尊敬之禮規、公元七世紀日本的建

國努力，以及象徵皇權的三神器的

出現，無不是在受容大陸文明下完

成的cm。德川家康在取得政權前就

請人給他講解《貞觀政要》，並設法

出版了《孔子家語》、《貞觀政要》、

《六韜》以及《三略》，以為日後執政

做準備cn。時武士文人多傾向儒家

文明。考諸如發起編纂《大日本史》

的藩主德川光 ，古學創始人及將

軍的政治顧問如伊藤仁齋、荻生徂

徠、木下順庵，以及朝鮮李退溪、

姜沆等人的著述，可知他們無不以

是否行聖人之道來辨華夷，進而否

認滿清為儒學文明正統。當時日本

儒學者自認接過三代精神、承六經

教誨，當為東亞文明主體；並根據

先秦儒學人人可為聖人之教，宣稱

滿清中國已不出聖人，日本則應出

之（荻生徂徠語），展現了東亞文明

環境中儒學被作為重要的日本本土

學發展之新高度。

德川後期，島國鎖國已經年。

後起國學據古學治學法，率先在日

本將以聖人之道辨華夷、由朱舜水

讚日本皇室百王一姓合乎三代之治

的思想，轉為排除「漢意」、宣稱日

本優於世界各國的新意識形態co。

及至西方入侵東亞活動頻繁波及日

本時，國學者平田篤胤又提出萬世

一系神國的日本民族優於世界各民

族cp。此種新識，為福澤諭吉的文

明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並肆意屠

殺他國百姓，以及日後的極端民族

主義建立了意識平台。

戰後，人們開始以西法尋找近

代日本何以成功轉型，加之受到

在日本興起並曾風靡西方一時的

日本民族獨特論（又稱「日本人論」

〔 /unique Japanese〕），

以及西方通行的日本近代史觀

（Japanese Study）影響，學界中就出

現了日本儒學派的「聖人之道」是一

種脫離了歷史的想像，認為與現實

的中國已無任何關聯，不過把「聖

人之道」這四個字懸為日本文明的

理想境界而已；也有學者認為國學

派否定中國文明對日本文明的影

響，是更直接地表達了一種新起的

民族自覺的情緒cq。

楊氏指出，徂徠學說在晚清回

傳中國，受到當時學人青睞（頁163-

71），而「徂徠在江戶時代中期發現

了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的『道』——法

原，從而接通了中國的近代思維，

但這也要從東亞內部程朱理學與反

理學的思想脈絡來看，自稱『夷人』

的徂徠對『守在四夷』是有文化自覺

德川時期，日本儒學

者自認接過三代精神、

承六經教誨，當為東

亞文明主體；並根據

先秦儒學人人可為聖

人之教，宣稱滿清中

國已不出聖人，日本

則應出之，展現了東

亞文明環境中儒學被

作為重要的日本本土

學發展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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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頁163）。實際上，荻生徂徠一

生探明聖人之道之努力，是通過承

傳明儒東傳的新學風，直讀六經進

行的。這種互動，是孔子「乘桴浮

海」「欲居九夷」以來（《論語．公冶

長》、《論語．子罕》），朱舜水等承

傳的聖人之道（文明）「豈以地哉」cr

之繼續，是東亞儒家傳統以人類文

明大同而不以地域種族、民族主義

分優劣的顯例，也是當今我們被民

族主義、國族國家撕得四分五裂的

人類世界如何融洽相處的寶貴歷史

經驗。

楊氏此書，於讀者、學人而

言，有些觀點尚值得商榷。在此略

提二點。第一，譬如說宋恕在清末

是變法思潮的傳播源（頁21），如果

認為宋恕是唯一的傳播源，可能諸

讀者難以認可，本書具體論證又似

尚欠火候。第二，說山崎闇齋的儒

神合一論把儒家的道統論與日本神

道結合起來，預告了與明清皇權相

對抗的日本天皇與幕府並存的權力

結構（頁272），但未提示山崎闇齋

是在被保科正之（父為第二代將軍）

聘用之後，才提出儒神合一論；且

本身倡儒神合一論的保科正之，是

十一歲上任的第四代將軍的監護

人，因將軍資歷淺難壓眾（如1651年

慶安暴亂事件），其有借神道為年幼

將軍增威、鞏固幕府體制的成份，

且之前德川家康已被捧稱為神君。

同時，保科正之也是鎮壓當時公然

鼓吹古學的山鹿素行的決策人，而

古學之最終目的，又是為實現三代

之治的聖人之道。更且在山崎闇齋

之前，幕府御用文人林羅山已有把

理學氣息濃重的宋儒學融入神道的

理論（「理當心地」）。

此外，楊氏的一些論斷似乎顯

得匆促了些，有似是僅根據某人的

一二句或一二段話交代之感，若能

鋪開舉證陳述，讀者既可受教也可

追蹤文獻，進一步深入探究思考；

又如四十六頁的導論一氣呵成，但

內容分散，如能分節則便於讀者抓

住要點。另外，本書無索引，使得

楊氏涉及的一些文獻及著述要點難

於顯露，這也可能是目前國內專業

著述編印上的慣例，並非楊氏之

過，舉出是期望為學人日後之方便。

總之，此著是國內近年來不多

見的、非關心文明之局勢、甘於潛

心書海、集多年寒窗而不可得的基

礎研究，筆者開卷得益，故樂推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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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徠學說在晚清回傳

中國，受到當時學人

青睞。徂徠一生探明

聖人之道之努力，是

通過承傳明儒東傳的

新學風，直讀六經進

行的。這種互動，是

朱舜水等承傳的聖人

之道「豈以地哉」之繼

續，是東亞儒家傳統

以人類文明大同而不

以地域種族、民族主

義分優劣的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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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一，

「外史氏曰」。參見陳錚編：《黃遵

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5），頁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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